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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思想与儒家伦理的思考

宋玉波

（西北大学 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６９）

摘　要：针对人性问题，告子与孟子进行了多次论辩，对论辩内容所涉及的儒家伦理进行分析

论证，来探索孟子学说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所具有的原则和策略。研究认为，孟子从仁义内在的

立场出发，对告子人性论观念提出批评，其主要凸显的是意向关联性与非观察者姿态的人之存在

的本质，这一看法是儒家学说的人文内核；孟子用道德本能将自然与人文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否定

告子认为的人性无确然的定体观点，王夫之将孟子这一思想进一步阐释为“天命自然之理”，孟子

对自然观念的深度改造与汲取，奠定了中华文化中强调态势、关系性的发展基调；孟子用仁义礼智

表示人性固有的道德本能，以“嫂溺援之以手”表达恻隐之心优先原则，用道德情感优先能够给予

人的良知良能以一以贯之的实现，这与西方哲学中特殊情境下注重优先原则有同样深远的考虑。

告子与孟子等历史时期的儒家伦理争鸣表明，儒家学说强调人文化成的意义，在更高的层面上对

自然观念加以升华悉收，这是中国文化能够稳定平衡发展的关键所在，当前需要对儒家思想进行

更为深刻全面的把握，对孟子以及儒家思想加以契合时代要求的反思与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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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性问题，乃中国思想史上一大问题。孟子人

性善说地位尤为重要。如何对这一学说加深认识，

学界已有众多的成果。史华兹认为：“孟子似乎认

为，儒家代表着在完全自爱与完全没有等差的‘利

他主义’之间的符合常理的中介。”［１］这可以说是孟

子思想的主要思潮背景。史华兹还说：“孟子在处

理人的问题时，其问题意识的中心实际上并不是本

性（性）而是人心／心灵（心）。”［１］从内在（分析的相
关）性看孟子的人性善说，并将这种论辩置于更具

广泛影响的自然与人文论辩思路下，进而探索孟子

学说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所具有的原则与策略，是

本文主要思索的问题。

一、如何认识人性善：（仁义）

内在与外在

　　告子在人性的认识上，认为“义”为外在。他采
取了一种置身事外的中立观察者立场，人性仿佛如

杞柳、流水一般，可以对之进行属性的描述，而孟子

所说的善，在他眼中仿佛也是一种属性一般。也正

是因为这样，告子才会说，“性，犹杞柳也；义，犹?

蒱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蒱。”当然，在

这里，实体与属性的描述思路还不是很明显，只能

说类似于质料与具体制作物的关系①。接下来的论

辩中，属性的意思则越来越明显。

试看流水的比喻。一池春水，决之于东方则流

向东方，决之于西方则流向西方。告子认为，这就

是自然界事物对于人性本质的一种启示。人性并

无定性，也就是说，人性并没有目的指向，人为介入

后，其无定的本来样子更是展示无遗。告子在这里

为避免正面论说，只留下一个含混而神秘的壳子。

在孟子的逼问下，告子将人性界定为“生之为

性”。这里的“生之为性”就告子对于“仁内”的认可

来看，是强调所谓“天然性”的一面。这种对于天然

性的认识，实际上是将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内在关系

加以排除的结果。换句话说，很容易流向动物本能

的层面。庄子曾讽刺说，“虎狼，仁也……至仁无

亲”。属性的论调，因孟子的追问而流露出来，“白”

作为一个事物的属性，可用于羽毛、雪花、玉石上，

这个问题本是属于性质团结（参见陈康对柏拉图的

解读）的问题。告子却认为“牛之性”与“人之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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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正如王夫之所言，“告子曰：‘……故性者，质也；犹之杞柳也，有其材

而初未有用也’”，也是指出了告子的想法。



“性”，如同“白”色一样，可以与诸种事物加以团结，

适而构成具体的某物。从“生”作为共同属性来看，

告子的这一命题也不能说错了，但认为牛性与人性

相等同，则属于荒诞了。

在基本的人性论辩中，孟子展示出与告子完全

不同的视角，他认为，人性并非某种具体之物，也并

非某种抽象实体，似乎人们好像进而可以在上述基

础上，对其属性做出描述。孟子认为，告子为代表

的思路不仅是对仁义的巨大伤害，也是对人性的巨

大伤害（人成为工具）。孟子特别将此种认知思路

的危害加以勾勒。他说，“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

蒱，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告子以为“义”纯粹

是人类社会中某些人刻意造作的结果，因而是外在

的而不是内在关系。所谓不是内在关系，依据告子

的话语可以看出，意思就是非本质的。按照康德学

说，不是一种分析性的相关，只是一种综合性的相

关。不是本质的，就不能说是人性的真实。告子只

认可“仁”的内在一面，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亲

人，这一点不需要更多的质疑。这一点，告子应是

从自己对于亲人本能的爱出发而所作出的判断，就

如虎狼也爱其子女一样，人也很天然地爱自己的亲

人。因此，告子所认为的“仁”内，与孟子所认为的

内在性大概也有不同的理解。孟子的逼问层层递

进，既然告子不能承认人性是外在刻画的结果，因

而告子采取了逃避的路线，认为人性根本上是无定

性的。那么，在流水之喻中，孟子就指出了流水相

对于漫无目的的流淌方向而言更为深刻的一面：水

往低处流。其意思是说，人性之善如同流水往低处

流淌一样是基本的，人性不是无定性的。而所谓的

不善，则在于人为。

在接下来的“白”与“性”的论辩中，告子显然不

能再继续回答下去，王夫之认为，“于此可见羞恶之

心不容昧，而彼特不能自体以充之也”［２］。也就是

到这里为止，我们可以看到，孟子对于仁义内在的

人性观点，不是像告子那样，认为自己能够做一个

客观中立的观察者，如同认知某一现象一般，对人

性加以认知把握的。但是，孟子在流水之喻中所暗

示的不善在于人为，是否意味着，就人性而言，人类

的所有作为都是非本质的组成部分呢？

这一问题引领我们走向更为深入的一面，这就

是孟子与告子在仁义内在问题上的进一步论辩。

在这里，孟子将“仁义”的意向相关性问题展示出

来，也是对上面问题的细致化论说。

在“长者”问题上，这一看法有鲜明的展示。告

子的意思是说，“爱主于我，故仁在内；敬主于长，故

义在外”［２］。我们首先要认识到，撇开内在外在的

争论，告子显然还是承认那个时代“仁义”的外在展

示的，他知道爱自己的弟弟，而且是一种本能的爱，

他也知道尊敬作为他者的长者，只不过他认为后者

是外在的规定，不具有针对于我们人类本性而言的

内在规范地位。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告子

在视角上有别于孟子。他认为“长”类同于“白”这

样的属性，因而对于长者的尊敬只是一种人际属性

的抽象表达而已。在这个时候，长者在其眼中只是

现象的长者，而非康德意义上作为“本体”的长者，

即作为本体的人。孟子的思想中对于所谓“本体”

的人，虽然没有康德那样明确的表达，但他是通过

另一种途径来展示的。宗教哲学家约翰·希克这

样说，“并不是主语作为给定者而被赋予各种谓语

形容词，在这里，描述性词语反倒是建构的砖石，想

象力把它们聚集起来，以建立它的构想”［３］。也就

是说，我们对于人性（在希克那里是“神”）的认识，

是不同于我们对于具体事物的认知。

在孟子看来，“爱”与“敬”是与主体内在相关

的，而非取决于外在相关的“长”性。仁义作为人性

的主要内容，其主要特点就在于这种通过意向相关

性所展示出来的内在或分析的相关性。同样，告子

也不能离开或者隔绝意向的相关性，他对于弟弟的

爱就是如此，是取决于他对于弟弟的爱，是内在相

关的①。但是他说，“是以我为悦者，故谓之内”，这

显然是其自我中心主义的表达。假如他的弟弟知

道自己是造就哥哥幸福快乐工具的话，估计他的弟

弟心里就会不快乐，假如其弟弟也是一个彻底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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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然，这也是论辩的一个阶段而已。真正的本质应该是分析的相关

进而无条件性的，中国文化中就用“自然”来说明。



己主义者的话。孟子认为，是“长之者义”而非“长

者义”，就将这一意向相关性的思路在人性认识上

展示出来。仁义的存在、人性的内容，是与这种意

向相关性息息相关，且是根本性的。正如明代大儒

王阳明所言，“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

……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

理”［４］。这些德目不是所指向相关者的属性，而是

立足于主体的意向相关性上。这一意向相关性不

能被看作某一对象的属性，虽然不能说它是科学认

知意义上的客观存在，但也不能说它是纯粹主观臆

断的、任性的事物。用孟子与告子论辩中的话来

说，这就是仁义的内在性。

经由仁义内在性的辩论，孟子顺而得出人性善

的结论。孟子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

谓善也”，对人性来说，勉强是要不得的。正如我们

在孟子与告子的论辩中看到的那样，“善”的表达就

在于，“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

耳”，内在于我，内在于人，近于无条件地属于人。

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作为呈现仁义礼智的道

德端倪，是一些属于主体却非主体故意造作的人性

萌芽。如恻隐之心中孺子落井一事，只要人们静下

心来细细思考一番，就知道人的内心所产生的这种

同情心，找不到功利主义的依据，也找不到神授的

依据①，它就如同人的饮食本能一样，是人的道德本

能，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殊体现，此即孟子所说的

“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此即人性善。如果确立

了人性善的指向，那么作为一个人来说，作恶是没

有根本依据的，虽然在现实的生活中恶从来不会

缺位②。

就这一问题来说，人们自然就会提出这样的疑

问，熙熙攘攘的人世中，人类如何才能从根本上认

识到人性善，又如何在实践中去实现之？这一问

题，在孟子看来，就是“心之官则思”的问题。我们

结合王夫之对这一主题的进一步阐发，应当有更明

确的认识。然而，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追问，使得

我们对仁义内在抑或外在问题之更为深厚的思想

史背景及其核心思路进行梳理，就变得顺理成章。

这一问题在历史时期是人们在思路上的主要面向，

用当时的话语来讲就是自然与人文的问题；用现在

的术语来说，可能就是自然与自由等相关问题的统

一性问题。这就从命题的合理与否进一步递进到

思路的合理与否的问题。

二、自然与人文：彻底的“自然”

与彻底的“人文”

　　孟子认为，四端及仁义礼智所彰显出的人的良

知，是人所固有的，也就是对人来说，是内在相关

的，而非某些事物属性那样是外在相关的③。在做

出这种明确表述时，孟子认为，人们之所以认识不

到这种内在性，关键在于“弗思耳”。

“在具体的情境中，人们必须在善和恶之间作

出抉择，而这是一种具有意向性的意志和深思熟虑

的行动。为感官带来了秩序，为‘气’带来了和谐并

对‘气’加以补充的，并不是自发地承载‘善良本性’

的‘心’，而是作为意志和起思考作用的意向性器官

的‘心’”［１］。心的深“思”是人的特点之最为深刻

的体现。也就是说，孟子认为“思”极为重要。换句

话说，“心”不能是无动于衷式的。王夫之这样说，

“夫舍其田以芸人田，病矣，而游惰之氓往往然者，

则以芸人之田易于见德，易于取偿，力虽不尽，而不

见咎于人，无歉于己也。今使知吾心之才本吾性之

所生以应吾性之用，而思者其本业也，则竭尽无余，

以有者必备、为者必成焉，又何暇乎就人田而芸也

乎？”［５］此处凸显孟子对于“思”的重视和解说，与王

阳明的某些解释是相仿的，如王氏戏子之论那样。

实际上就是说，表现给别人看是容易的，内在自我

的强大则不是那么容易：强大源于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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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正如刘易斯·贝克在论述康德学说时指出的那样，“不管怎样，信仰

都不能先于道德作为其前提，并且，信仰所包含的超出道德实践所需的东西

之外的剩余物就是迷信和狂热。宗教史就是基督教以伪装的方式，用所包含

的理性信仰的内核逐渐替代历史信仰的过程”。（刘易斯·贝克《〈实践理性

批判〉通释》，黄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３１７页）
宋明时代的学者对于这一问题，有很多的思考。在我看来，善恶可

以说是意志自由的溢出物。

现在模态逻辑中对于必然性、可能性等问题有思考，我想这样来理

解：中国古代以来的国家甚至世界的概念，与西方尤其是近代以来民族国家

的认识不同。按照唐德刚先生的看法，中国是宇宙国家的意识，所谓“普天之

下”也。



而这一“思”的意义表达，与《中庸》里面所说的

“择”密切相关，“学者须于同中显异，方能于异中求

同，切忌劈头便从同处估量去，则直不知择。所以

《中庸》吃紧说一‘择’字，正人心、道心之所由辨

也”［５］。人与禽兽最要紧的差别，或许就在这个

“思”“择”上。人作为天地间一类物，当然具有满足

生存的本能，这种本能是具有自发性的，是带有不

可思议性一面的。在孟子以及儒学里，一方面，我

们既不能将这种本能的自发性加以夸大或普遍化，

因为这样一来的话，人与禽兽就等同了；另一方面，

人的最突出之处在于能够基于因果关系等脉络去

思考并作出选择，然而这种思考与选择并非类似于

本能一般且又完全取决于因果性的必然。王夫之

指出，齐宣王看见牛?觫就想把牛换掉，这是“目交

物而心从目，非思所得，以不思故终不得也”，“物引

不动，经纬自全，方谓之思……今人但不能于形而

上用思，所以不知思之本位，而必假乎耳目以成思，

则愚先言尽天下人不识得心，亦尽天下人不会得思

也”。所谓“思之本位”，就是指出承载人性之人心，

其最为本质之处在于其“自律”的精神，或者说是

“思”所体现的自由性，而这也就是“人文”精神很核

心的所在了。只有人们认识到每个人所固有的这

种自由自律的本性，人们才能够理解“舍身取义”的

超越性格之高贵。能否承认自由意志的存在，是一

个大的分水岭。“你以为你在挤人”，“其实你在被

人挤”，刘易斯·贝克对宿命论者或决定论者的批

评是，“我们只有一种直接的和无例外的义务去采

取特定的准则并根据它而行动，而拒绝与之矛盾的

那些准则和行动，甚至这一思想也表明了一种不是

从自然中产生的理性立法，因为自然无法展示任何

‘应然’”［６］。他继续说道，“甚至出自本能的行动自

身也并非是恶的，只是把它作为某人的行动准则并

且使感性冲动不服从理性冲动———这种不服从自

身是自由的和自发的，并且作为一种原则性的事

件———才是道德恶的根源”［６］。

孟子善于从日用百姓的生活中表达这一观点。

在他与夷之的对话中，关涉到儒家对于葬礼起源的

看法。上古的时候，有人不埋葬自己的父母，当父

母去世后就将他们“举而委之于壑”，然而有一天路

过该地的时候，发现父母的尸首为野兽所食，为蚊

虫叮咬。这个时候，这种人就会禁不住地面红耳

赤、汗流浃背，“非为人?，中心达于面目”，赶紧回

家拿起工具，将父母的尸首掩埋。孟子举埋葬这个

例子，就是为了说明，此行动所彰显出的“不忍人之

心”，是一种近乎本能的显示，这种显示所彰显的是

某种不可忽视的关系，是一种道德本能，也可以说

是道德能力的自然发生。这种天然的内在关系，将

其上升到葬礼的地位，就是人类道德本能的展示。

用儒家学者取乎那一时代的哲学术语来说，这就是

不可更改的、真正意义上的“自然”。儒家学者所称

许的“由仁义行，非行仁义”，就是最高的境界，或者

说就是真正“自然”的行为。

正如孟子所言，“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

所谓善也”，朱熹认为这个“情”字是指四端之情，这

种自发性的道德情感，可以在自发的程度上实现为

某种意义上的自然情感。进而，“仁义，天理之自然

也，居仁由义，循天理而不得不然者也”［７］。在这一

句比较重要的话语上，王夫之的见解更为透彻。他

认为，“若情固由性生，乃已生则一合而一离。如竹

根生笋，笋之与竹终各为一物事，特其相通相成而

已。又如父子，父实生子，而子之已长，则禁抑他举

动教一一肖吾不得。情之于性，亦若是已。则喜怒

哀乐之与性，一合一离者是也”［５］。此种看法更为

辩证，更为自觉地将“人文”性与“自然”性统合在一

起了。

反过来说，王夫之认为，告子的学术“大抵以守

其无思无为之冥念，不为物所动者为宗”［２］。告子

认为“义”外，其原因在于“不知义因事而见”。王夫

之认为，“人之情无不乐于顺而难于逆”［２］，将仁义

作为尽性之事，对于“思”的深刻一面有相当体认的

儒者来说，本应是顺当的事情。但老实说来，容易

是干不成事情的，不操心是不行的。也正如王夫之

所言，“若云王者虽不操此心，而其转移灵妙，即此

即彼，自无取与之劳，则与释、老之徒所赞仙佛功德

相似。而试思禹、汤、文、武之以经理天下者，曾有

是哉？”［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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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子以流水为比喻，认为人性无确然的定体，

本无确然的目的指向，所谓的善与不善，不如两忘

之，岂不正可“保其虚涵之本体”？但是，就这一流

水的隐喻来说，王夫之针锋相对地指出，开掘流水

虽可以东西南北四方皆可，但若任一方为高山拦

截，水流不会自然流到山上去。这就是“天命自然

之理，实有其然”［２］。

我们看王夫之的评注，的确能够感受到告子思

想中“自然”观念的展示。告子的诸多比喻，不过是

强调其自然观念的蕴涵，“生而知者，非有所学也；

生而能者，非有所勉也。为知、为觉、为运、为动，天

机之不容已，则性亦惟此而已；其他皆后起之为，非

天然之固有也”［２］。告子的学问，大概是守着这个

“天然”或者“自然”的观念，以此为最高的价值与依

据。其所说的一切，大概就是以自然的观念为起

点，并且以自然的观念为最终目标的。

但是，这种自然的观念是一种近于本能的产

物。如果我们说本能是第一自然的话，并且坚持除

此以外的一切都是人为造作，因而在价值层面上落

到第二层，那么这就是人与禽兽不分的地步了。这

里仍旧涉及到“自然”与“人文”观念的时代纠葛。

在王夫之看来，告子的思路是将“生机”混淆于

“生理”的思想结果，其结局当然就是“则固混人禽

于无别”［２］。在战国时代的这一番辩论中，孟子实

际上是针对着当时盛行的“杨墨”学说进行的。按

照陈荣捷的看法，“仁在合同方面不可少，而异于别

异层面则不可缺”［８］。可见，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

学说，不是以孤立的眼光来看待个体的存在，仁义

原则就表明了人的关系性存在、人的社会性存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这样认为，孟子所讲的仁

义乃某种弹性社会组织原则的表达。一方面，人伦

（人际关系）不能太紧张，另一方面，人伦不能太涣

散。墨家所主张的兼爱，认为爱无差等，反对儒家

的爱有等差之说。孟子认为，这种认识或者这种爱

太紧张。社会关系如果立足于此种认识基础之上，

爱就会变味，就会成为一种捆绑。庄子或许就是对

于这种认识提出了批评，认为此种如胶似漆的爱很

有可能变成刻骨铭心的恨。而对于杨朱学派的利

己主义，人伦作为关系只能体现为一种综合相关

性，涣散性由此可见。

在孟子的批判视角下，墨子学派的兼爱原则有

可能导致“无父”的后果。何以如此？我想，应该以

反面论说的方式来看。仁爱是普遍的精神，虽然这

种普遍的精神可能是虚拟的。我们爱路人就像爱

自己的父亲那样，人们也许不会有太多的微词。但

是，如果我们把父亲视为路人一般，则是人们一般

都不能接受的，也是不应该的行为。而孟子对于杨

朱的批评是“无君”。人们现在一听到君主，内心可

能就涌起一股封建社会时期的帝王形象。但是在

孟子那里，他既然没有把君主放在国家的首要位置

上，因而就不会遇到太大的难题。君主与臣民之间

也存在其“义理”，即君臣关系。作为君主，是在一

种贤能民主制的语境下，将各种不同的意见加以平

衡并最终做出抉择者。因此，这样意义上的君主或

许根本不可能是黑格尔所说东方社会中唯一“自

由”的一人。很显然，人类要生存，社会要发展，单

凭利己主义是无法实现的，一以贯之于社会整体之

中的利己主义也是不可行的。在中国传统社会中，

无君论的乌托邦思潮经常出现，甚至有无政府主义

的论调，这些方面的思想可能都与杨朱学派的思想

相关。在孟子看来，这也是过于极端的想法，只有

纯粹的可能性，而不具有现实性。

“自由和无条件的法则相互包含，后者是前者

的认识理由，而前者是后者的存在理由”［６］。在康

德哲学那里，对于自然与自由关系的探讨，总是涉

及条件性与无条件的关系思考。条件性也可以称

之为因果性，或者是康德眼中的“自然”，而无条件

性则蕴涵着“自由”性，无条件性于自由的意义就在

于自由是能够发起某一因果序列即条件性的能力。

在康德那里，这两者当然是不能割裂的，自由本身

就预设或者涵摄了自然因果性。我们借康德他山

之石，来攻错孟子哲学之玉，当然是可以的。正是

从这种借用中，我们看出中西文化中两种思路上的

分歧。康德虽说过，立足于宗教之上的道德是不道

德的，但其哲学要为上帝的信仰留下位置，以此来

保证道德。他所强调的无条件、无限、无限定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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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概念，都是与此相关的①。但是在中国文化中，

由于西周以来人文理性精神的奠定，人们不会轻易

地将视角引向上帝的方向。相反，人们一定要将视

角在形上提升后再落地，落到人世间。这就是在思

想中势必要采纳“自然”这一丰富概念的原因。

“他们自觉的‘心’总能与他们自发的‘心’保持

一致”，“他所有的分别作出的判断，就像一支旋律

中的正确音符一样，是从他那从不出错的整体主义

的‘无为’直觉中流溢而出的”［１］。史华兹认为，这

就是为何大多数中国思想家那里，“自由”没有被作

为最高价值提示出来的原因。这里反映出中西哲

学上一个很大的差异。中国文化中多强调态势、关

系性的思考，对思想家来说，说一个人是自由的，意

义不太醒目。而当自然这个词用于评价时，才更贴

切。正如庄子所说的，“绝迹易，无行地难”，谈论上

帝好办，不在人间生活很难。

在王夫之看来，“自由”也就是那时的话语“自

然”一词，并非空洞的。“潜室以不是血气做成的心

为辨，语极肤浅。圣贤言心，皆以其具众理而应万

事者言之，岂疑于此肉团之心哉！孟子言此具众理

而应万事者，则仁以为之德，而非能知能觉之识即

可具众理，能运动之才即可应万事。不然，则物之

有其知觉运动者，何以于理昧而于事舛也？此远不

御而近自正者，则义以为之制，而非任运自由之可

以达于天下而无所碍”［５］。此处之意在于人是有意

向的自由体，但这种意向不是“任意”而是有目的指

向一面，否则与动物无别。“人文”与“自然”交织，

才是孟子的意图所在。但是，这种意向性如何将目

标指向展示于生活实践之中，则必定要考虑一惯性

与优先选择性的关系问题。

王夫之指出，“天道自天也，人道自人也。人有

其道，圣者尽之，则践形尽性而至于命矣。圣贤之

教，下以别人于物，而上不欲人之躐等于天。天则

自然矣，物则自然矣。蜂蚁之义，相鼠之礼，不假修

为矣，任天故也。过持自然之说，欲以合天，恐名天

而实物也，危矣哉！”［５］我们知道，在王夫之看来，老

子所开启的道家学说存在一些问题，这就是他所总

结的，“天下之言道者，激俗而故反之，则不公；偶见

而乐持之，则不经；凿慧而数扬之，则不详”［９］，老子

所宣扬的“自反”精神固然是对儒家一贯之道的批

判，进而借着“自然”的话语，对人为性因素有更多

的批评，以为靠着“自然”的力量就能够回复正道。

儒家荀子固然不会认同这一点，而孟子大概也不会

认同这一点。

正如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的审美判断力批判

中所指出的那样，主观形式的合目的性，就是在审

美（感性）活动中将自己的美感表述为“自然”般的，

或者说“自然”就像一种艺术品一样。这当然是很

美好的事情。由此带给我们的启发是，我们需要认

识到，以“礼乐”为代表的“人文”———即“自然”之

规范性意味的外在表达形式，也是有其限度的。正

如庄子所讲的那样，当我们行走在大路上的时候，

我们并未感受到选择的必然性要求和困难性，面对

这条道路，我们几乎可以随心所欲的行走，而不必

在落脚前进行有意识的选择。但是，如果将所走过

的这条道路视为唯一的、必然的道路，则问题就会

显现出来。庄子说，假设掘地十丈，只留此足迹所

到之处，试问还有人能够坦然地行走吗？礼乐的人

文性，或者说人为性，可能就只是与心性之自发的

道德意识相联系的一条道路而已，或许并非全部。

三、四端的优先次序与儒家

伦理争鸣问题

　　孟子从四端出发，推演出人性固有的道德本

能，并且以仁义礼智四德目表示出来，以此来引导

人们在人性问题上的致思。然而我们要知道，这种

人性论的提法不可仅限于理论的论说与维护上，它

还必须能够在道德实践中给予人们以具体应用上

的指导，才能算是一种真正成熟的理论。这一问题

所引发的困惑，某种程度在孔子时代就已经出现，

在当代就表现为儒家伦理争鸣的问题［１０］。

在孟子与告子的争论中，对于“敬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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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笔者以为，此问题不仅与二律背反的探讨相关，而且与康德三大批

判都有密切的关系。



上，孟子提出了经权的原则。其后也涉及到“嫂溺

援之以手”的问题，更有“桃应问”的难题。王夫之

指出，“潜室以‘权度’言‘义内’，亦未尝知义也。若

专在权度上见义，则权度者因物之有长短轻重而

立，岂非外乎！……盖唯有事于集义者，方知义内；

若非其人，则但见义由物设，如权度之因物而立，因

物者固不由内矣。有物则权度用，无物则无用权度

处。两物相衡则须权度，一物独用则不须权度……

当初者权度是何处来底？……人心之则，假于物以

为正……而为此合理之数者，人心之义也”［５］。“学

者须于叔父未当前、弟未为尸之时，看取敬叔父、敬

尸之心何在，方知义之在内”［５］。可见，这一问题在

中国思想史中的探讨不绝如缕。

美国学者约翰·罗尔斯 １９７１年出版的《正义

论》在全世界有较为广泛的影响。在这一本著作

中，作者首先虚拟出一个“自然状态”———即“无知

之幕”，进而从这一前提出发，构设公正合理的社会

构建基本原则。在基本原则的构想中，罗尔斯非常

注意优先原则的问题，也就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诸基

本法则的优先采用问题。比如说，就公平正义的原

则来说，在某些情境下不一定就放在我们价值观的

首选地位。举例言之，假如我跟自己的孩子去必胜

客吃匹萨，服务员已经均匀地分成若干份了。如果

我的孩子希望多吃一些，是不是就意味着侵犯了蛋

糕分配的公平正义法则呢？然而，我们大人对于孩

子的爱，就使我们超越了这一法则，公平正义暂且

放在一边。没有人会认为这里发生了不公平的、不

正义的事件。这大概就是优先原则的具体运用了。

因此，作为影响中国传统社会如此深远的儒家

学说，如果其中没有一种可供参考的优先选择原则

的话，那些信奉儒学的人们是无法恰当地处理各种

社会关系的。这一优先选择的原则也就是一项策

略，能够给予人的良知良能以一以贯之的实现，能

够保持其稳定的性格。贝克在论及康德的实践理

性学说时也认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自愿的行动

之所以不同于冲动的行动，是因为在它内部存在一

种通过策略而来的支配，这种策略据说是建立在对

我们自身、周边环境以及行动之结果的知识基础上

的……在这些规则中或者诸规则的观念中所表达

的策略，为复杂的生活提供了方向和稳定性，倘若

依赖于激情的反复无常，这种生活就无法持久下

去”［６］。可见，中西大哲在重大问题上皆有深远的

考虑，绝非仅为理论的炫耀而已。

借助孟子以及儒家学说中的几个案例可以对

这一优先原则加以思考。首先是“嫂溺援之以手”

的问题。男女授受不亲，传统社会中特别重视这一

伦常规范。但常人都能理解的是，嫂嫂溺水若不施

以援手，是禽兽的行径，孟子自然也这样看。这就

是所谓的经权原则。为何要如此？如果我们联系

到孟子所讲的四端来看的话，这里面就是恻隐之心

优先的问题。孟子的四端说是否有一种轻重缓急

的排序意图在里面，笔者认为是有的。为何要这样

排序，或许就与哪一种道德情感最为原始、最为本

能相关，即最为“自然”相关。而且在不同的关系情

境下，这种原始的道德情感相应就存在优先选择或

优先迸发的问题。在总体或一般意义上，恻隐之

心，即同情心，是人类最为优先的道德情感。它是

一种无条件的道德情感，是天然的因而是最自然的

情感。这种最为自然的情感的迸发，如果加以反

思，或许就能够给予人一种涵摄并超越于因果性关

系之上的自由感。一个人，在儒家学者看来，也会

因此而感受到人性的尊严与尊贵。孟子从正反的

诸多方面都谈到了这一点。在“嫂溺援之以手”问

题中，“授受不亲”的原则并未遭到否定，而是在优

先性上居后了。这样，孟子并未违背一以贯之之

道，而是丰富了一以贯之之道。

在关于尧身上，也存在过这样的难题。赵宋时

代的学者仍旧在探讨这一问题，即尧在知道鲧的能

力不行的前提下，仍旧听从四岳的建议，任命鲧去

治水，结果水也没治好，鲧最终也被杀掉。宋代学

者提出的困惑是，既然尧已经清楚了鲧的能力不

行，为何还要那样去做？即便是为民生考虑，也不

能那样做。宋代学者争论到后来，对这一问题似乎

也是不了了之，认为尧是圣王，不可能有根本的错

误。这个问题我觉得也和孟子所讲的四端之优先

原则有关。在君臣之间，其义理不可能从属于恻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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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心的主导。宋代学者大概认为，尧在大是大非的

是非原则上出了问题，可是尧的身份可能决定了他

不会以是非原则为优先原则，去拒绝四岳的专家建

议。他只是在大臣的意见之间进行选择并作出决

断而已，这是君臣的义理原则。

在关于“桃应问”的虚拟问题中，或许也存在类

似的优先问题。朱熹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这样说，

“桃应之问，孟子之答，皆非以为真有是事也。盖特

相与极论圣贤之心，以为皋陶知有法，而不知有天

子之父，舜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各尽其道，而不

相悖焉耳”［７］。朱熹认为，即便真的发生这样一件

事情，皋陶也不会徇私舞弊，而舜也不会去祈求皋

陶的。“法非天降地出，亦生于人情而已矣”，朱子

也并未再进行细说，而是认为，人们如果对这件虚

拟的事情加以深思的话，“天下无难处之事矣”①。

我想，儒家学者所强调的，还是要在事情面前，本着

不容置疑的精神，听从内心最为自然的召唤，以应

对不同的情境。

其实，在当代有关的哲学思考中，也有类似的

解决方案。比如说，同心圆理论这种整体论的思

路。从最为密切的圈子开始，我们的“爱”心或道德

关切不断向外围的圈子扩张，或许从亲人，到乡党，

到国人，到世界人类；再到动物界、植物界、无生物

界。但这里面并非没有优先选择的策略。当发生

车祸时，是保护一个人的生命还是几只羊的生命，

当然有选择了。在荒野的世界中，是将狼猎杀，以

保护几只“可怜”的驯鹿，还是任由狼群去捕杀驯

鹿，自然也是很清楚的。土地伦理的告诫，也是在

说明着这种优先选择的策略不是空言，不仅对于人

类，还是对于大自然，都有其“自然”的价值。

四、结语

　　正如谢阳举所言，“文化不能脱离自然的根基，

文化要从自然中不断汲取活水源头”［１１］。以孟子为

代表的儒家学说，对自然的观念是有深度吸收的，

这一点，在宋明新儒学有关圣人观以及孔颜乐处等

问题的看法中更有突出的表达。可以说，儒家学说

不但强调人文化成的意义，而且也在更高的层面上

对自然观念加以升华吸收，这是中华文化能够稳定

平衡发展的关键所在。但不可否认的是，孟子所代

表的儒家文化也有其可能的不足，比如说，博弈论

的思想。现时代的挑战固然不需逃避，孟子学说以

及儒家思想籍此也将迎来进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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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然，朱子认为无难事矣，但就当代的儒家伦理争鸣来看，事情似乎

并不那么容易。


